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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砸击法是早期人类最基本的剥片技术之一，自旧石器时代早期至现代民族学观察中一直有大量应

用。相对于另一种重要的剥片技术 - 锤击法，砸击法独特的剥片机制有着诸多的优势和不足，其在人类

演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话题。目前，国内关于砸击法剥片技术的实验和讨论较少，

有关砸击法剥片技术的鉴别特征和经济策略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对砸击法相关术语的梳理，

结合泥河湾盆地麻地沟遗址的石器实验研究，明确了砸击法的基本概念，讨论了砸击法的应用方式、经

济效益、产品辨识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砸击法的适用情况，并倡导在以后的砸击法产品辨识过程中

应以各地原料为基础进行实验观察，进而对遗址中砸击法产品进行对比和辨认。本文对客观解释古人类

的石器技术与生存策略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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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早期人类漫长的历史中，石质工具在古人类演化和行为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在众多早期人类活动遗址出土的遗物中，石质工具是能保存下来的数量最大，且时代

最为连贯的考古遗物。现代考古学家能够通过丰富多样的石质工具推测古人类的行为与生

活方式，石质工具因此成为我们揭示古人类技术和行为演化的重要素材 [1, 2]。在旧石器时代，

伴随着最早石质工具的出现，砸击法和锤击法便是最基本的两种剥片策略。自旧石器时代

早期遗址开始，如 Lomekwi 3[3]、Omo[4]、Fejej[5] 等遗址至现代部落民族中 [6-10]，从旧大陆

到新大陆，砸击法剥片产品都有发现且数量较大，是考古学家重点关注和研究的对象。

在现代灵长类研究中，经常有对灵长类砸击坚果行为的报道。目前，已经见报道的

如黑猩猩 [11, 12]、僧帽猴 [13-15] 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使用石质工具砸击坚果的行为。砸击行

为的三个要素分别为石砧、石锤和被作用物 [6]，灵长类的砸击坚果行为与人类的砸击法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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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行为的主要区别也在于被作用物的不同。灵长类砸击坚果的行为是直接作用在食物之上，

而人类利用砸击法剥片则主要为生产工具。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与相异性常被用来讨论人类

技术起源的相关科学问题 [2, 6, 13, 16-18]。 
砸击法剥片技术作为基本且应用广泛的剥片技术，有其自身独特的技术特点，有关砸

击法剥片技术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时有发生，但歧义较多，主要涉及砸击法的定义、应用方

式等，有关砸击法的歧义影响着学者们对砸击法的认识。本文试图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对

砸击法的相关问题进行进一步梳理，以求厘清相关概念，并对日后开展相关研究进行讨论。

2 砸击法的定义与应用方式

2.1 “Bipolar” 一词的来源

1872 年，Evans 将与砸击法类似的产品称之为 chisels，这是最早有关砸击法类似产

品的报道 [19]。1906 年，Bardon 和 Bouyssonie 在法国 Grotte de Noailles 遗址的石制品中辨

别出砸击技术的特征，并将石制品命名为 “outils écaillés”（scaled tools）或者 “esquillés”[20]。

1932 年，步日耶将周口店发现的砸击制品成为 “outils écaillés”[21]，而裴文中在 1937 年使

用了 Bipolar 一词 [22]。之后，Van Reit Lowe[23]、Binford[7]、Crabtree[24] 等学者都在文献中

使用Bipolar一词，但是没有标注引文出处，且时代要晚于裴文中对Bipolar一词使用的时间。

事实上，随着民族学观察和考古遗址中发现的砸击法产品越来越多，其名称似乎没

有统一的术语，于是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名称，如 splintered pieces, fabricators, bottom flakes, 
Taille par contrecoup，La taille bipolaire，Anvil-supported direct percussion，bipolar on anvil
等等 [25]， 其中大部分为一家之言，而使用范围较广的有三个词，分别是法语术语 “pièces 
esquillées”、“outils écaillés” 和英语术语 “bipolar” 相组合的词汇。

pièces esquillées 是指一种直接使用的功能性石器，中文被翻译为“楔形析器”[26]、“楔

形器”[27] 或者“裂片”[28]，楔形析器作为一种析裂工具，使用时将楔形析器较锋利的一

端置于骨头或者木头等被加工物体上，然后用石锤锤击另一端，会在楔形析器的两端留下

砸痕 [29]。而 outils écaillés 则是指砸击法剥片所形成的石核 [29]。两者都是法语词汇，而英

文对应的术语则是 splinter pieces 和 bipolar cores。
由于楔形析器和砸击石核具有相似的应用方式，两者所产生的特征也具有很大的

相似性（都是上下端受力，造成石器上下端有较为明显的砸痕）。事实上，砸击法产品

与楔形析器之间的争议由来已久。1968 年，MacDonald[30] 将 pièces esquillées 一词引入

北美，并将北美民族学中发现的砸击法产品定为 pièces esquillées，之后有许多学者效仿

MacDonald，将类似砸击产品都定为 pièces esquillées[31]。由于 pièces esquillées 为一种析裂

工具，而非剥片技术，与许多学者在民族学中观察到的现象不一致 [8, 9, 29, 31-33]，引起了广

泛的讨论。之后有许多学者做了楔形析器和砸击石核的实验以辨别两者之间的差异，如

de la Peña 用燧石和石英做了砸击法剥片与楔形析器的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楔形析器在底

端形成的小片疤的密度远远低于楔形析器的顶端，有的楔形析器甚至在底端没有形成小片

疤 [34, 35]。还有学者对两者进行了制作实验并对比，结果发现将石片作为楔形析器使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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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在木头或者骨头、动物角等物体上的成功率很低，应用范围很有限 [34, 36]。

在现代民族学观察中，来自美洲、澳大利亚或者非洲的许多原始居民部落中都发现

了砸击法剥片的使用 [6-10]。他们利用砸击法技术不仅生产简单的石片，还能够生产用于镶

嵌在木棍上的小石器 [37]。然而，民族学的观察证据大多支持砸击法作为剥片技术的使用，

几乎没有作为楔形析器使用的报道 [9, 34, 38]。虽然学者无法否定楔形析器的存在，但楔形析

器的说法目前已很少有人再提及，大多数学者将具有上下端砸痕的器物归为砸击法剥片产

品，在英文文献中，“bipolar” 一词成为最为常用的术语。林圣龙曾撰文介绍砸击法剥片技

术曾出现过的中文名称 [25]，包括砸压法、两端打片法、两极法等，现在较常见的术语则

为砸击法。砸击法所产生的相关产品则称之为砸击法产品，包括砸击石核、砸击石片等。

2.2 砸击法的定义

Van Riet Lowe 曾定义砸击法为“将石核垂直放置于石砧之上，然后用石锤进行砸

击”[23]。Crabtree[24]、Knight[19] 和 Kuijt [39] 对砸击法剥片的定义与 Van Riet Lowe 相似。

Binford[7] 等对砸击法的定义为“将小砾石放置于石砧之上，并用石锤垂直砸击石核的中

轴位置”。Hiscock 则强调石锤应垂直砸击石核，并且打击点应该与石砧端受力点处于同

一条直线上 [40]。中国学者也曾对砸击法进行定义，如贾兰坡 [41] 将砸击法描述为“先在地

上放一块大鹅卵石作为石砧，把手握的脉石英放在石砧上，再用另一块鹅卵石垂直砸击石

砧上的脉石英可以得到窄长的石片”。张森水 [28] 认为砸击技术是指“将石核竖于石砧上，

并用一手握住固定之，另一手执石锤无控制地垂直砸击石核的一端，造成它两端受力，从

而使石核两端破损并同时剥落石片”。

以上关于砸击法定义的讨论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强调石锤、石核和石砧三

者的关系，即石核放置于石砧之上，无论石核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且无论石锤怎样砸击，

都属于砸击法 [24]；第二种观点在第一种定义的基础上，强调石锤应垂直砸向石核 [42]；第

三种观点强调砸击法剥片应为石锤垂直砸击于石核的中轴线位置 [7]；第四种观点强调石核

上下端受力方向应处于一条直线上 [40]。

在利用砸击法剥片过程中，生产可使用的锋利边缘应该是首要目的 [43, 44]。工匠会根

据石核的实际情况调整用力方向以及大小，而不是刻意以石锤垂直砸击石核。与锤击法相

比，砸击法剥片破裂机制的不同之处在于石核受到石锤和石砧上下两端双向的挤压力而破

裂，与锤击法单向受力而破裂的方式相区别。本文综合前人的观点，提出以下砸击法剥片

的定义：将石核（原料）置于石砧之上，用石锤砸击石核，石锤与石砧同时对石核形成相

互的挤压力，石核上下端的挤压力处于同一条直线，导致石核两端受力而破裂的剥片技术。

此定义不强调石锤砸击石核的位置，也不强调石锤的运动方向必须为垂直，而是强调石锤

的打击方向应和石核底端与石砧接触点处于同一条直线上，能造成石核两端受力而破裂，

与锤击法剥片的机制不同。

在砸击法剥片的实际应用中，石锤与石砧端的作用力并不是每一次都能上下贯通。

如果工匠用力较小，或者石核有内在的节理面等问题，会产生一端破裂的石片。在砸击

法剥片实验中，产生具有双向破裂特征的石片的比例很低，大部分石片与锤击法产品相

似 [19,45]。所以部分学者质疑砸击法存在的真实性，如 Vergès 等 [46] 认为真正的砸击法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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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因为打击点和来自石砧端的反作用力的空间关系存在着很多的变数，导致大部分砸

击法剥下的石片像锤击法产品。但不可否认的是，砸击法剥片会产生一些独有的特征，如

两极石片（虽然比例很低）。所以砸击法剥片技术在破裂机制和生产的产品上都与锤击法

有不同之处，完全否认其存在是武断的。

2.3 砸击法的应用方式

根据砸击法的定义，其应用方式主要分为两种（图 1）。两种应用方式都符合砸击法

的定义，并能够产生砸击法产品所独具的特征，简要介绍如下：

应用方式 a：将石核放置于石砧之上，然后用石锤从石核顶部向下砸击，砸击位置为

石核顶端的中轴位置，从而与石核底端形成相互的反作用力，使石核破裂。在此种应用方

式下，石核的台面端和底端至少一端呈凸型或点状（如砾石），且石核尺寸较小 [46]（常

常小于 10cm），如果石核较大，单手持石锤的方式很难将石核分裂开。石核破裂的位置

随机性很大，因此，此种应用方式的剥片控制性较差，对石核台面端的消耗巨大，其产品

也容易产生最为典型的砸痕特征 ( 图 1: a)，点状或线状台面的砸击石片的产生频率也较高。

应用方式 b：将石核横放于石砧之上，石锤砸击石核边缘而非石核的中轴线，并与石

砧端形成相互的反作用力，使石核破裂。此种应用方式中，石核通常为方形或者扁形，石

核底面与石砧为面 - 面接触。由于此种应用方式台面较大，且砸击位置为石核的边缘，可

以较好地控制打击点的位置 ( 图 1: b)，但其产品砸击法特征表现不足，砸痕特征也较少。

两种砸击法应用方式都将石锤的打击力从石核顶端贯穿到石砧端，从而使石核受到

来自石锤和石砧的相互作用力而破裂，并能产生砸击法产品具有的两极石片。对于我国部

分学者根据在南方的发现并通过实验方法定义的锐棱砸击法 [47]，如果石核以倾斜的方式

砸向砾石的中轴，则可与石砧端形成相互的反作用力，从而剥下砾石，可以称之为砸击法

剥片；如果石锤以垂直向下砸击处于倾斜状态的砾石，则很难与石砧端形成相互的作用力，

则不能称之为砸击法剥片。根据曹泽田 [47] 的描述，锐棱砸击法产品只见上端砸痕，而下

端无破损现象，应为下端没有形成反作用力而形成的产品，所以锐棱砸击法不能称之为砸

击法剥片。另外，高星等 [48] 在三峡地区进行了实验表明锐棱砸击法较难使大砾石破裂而

产生石片，所以有关锐棱砸击法的概念还需进一步实验证明。

当一个人使用砸击法剥片时，可以单手固定石核，然后用另一只手握住石锤进行砸

击 [46]，此种方法适用于石料尺寸较小的石核，因为单手能举起的石锤的重量是有限的。

图 1  砸击法剥片的应用方式 [44]

Fig. 1 Different application methods of bipolar knapping[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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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石料较大，需要将石核用外力固定在石砧上，工匠则可以双手举起较大的石核砸击，

从而剥制较大的石片或者进行开料之用，而在石砧上固定石核的方法既可以靠物体支撑石

核，也可以由另一个人双手固定石核。

2.4 砸击法的技术要求

砸击法最初被认为是一种对技术要求较低且权宜性的剥片技术 [49, 50]。对于砸击法 a
应用方式，由于可控性较差 [29, 44, 51, 52]，在剥制石片时不必寻找合适的石片角，所以较为容易

应用，以前学者认为砸击法剥片较为粗糙简单且浪费原料的观点大多针对 a 应用方式。对于

砸击法 b 应用方式，由于石核台面较大，且固定在石砧之上，打击者能够较准确地控制打

击点，其对打击点可控性则会大大增加，因而并不像 a 应用方式那样技术粗糙且浪费原料。

另外，由于砸击法对石核的剥片角度没有太高的要求，打击者可以直接砸击而不用

寻找合适的剥片角度，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对工匠的技术要求。但是这并不表示砸击法是

一种较为粗糙且简单的技术。事实上，砸击法剥片对工匠的技术要求存在较大的变数 [6]，

比如砸击法既能剥制模式 I 的产品，也能剥制属于模式 V 的小石叶 [6, 42]，还有学者认为砸

击法剥片技术也能剥制勒瓦娄哇石片 [53]。所以，砸击法剥片技术是一种对工匠技术要求

较为宽泛的一种剥片技术。

3 砸击法的技术与形态特征

3.1 砸击法产品的形态特征

砸击法的剥片机制会形成部分具有独特特征的产品，与锤击法有一定的区别。很多

学者用不同的原料进行了砸击法和锤击法剥片的比较实验 [29]，对砸击法的技术和形态特

征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但是由于原料相差较大、实验者熟练程度不一，对砸击法的特

征的描述也不尽相同。下文将简单介绍砸击石核和石片的形态特征，其他产品由于形态特

征保留不全，其形态特征与锤击法产品较难区分 [54]，故在此不做讨论。

3.1.1 石核

石核是砸击法产品中最具特征的产品。因为连续受到石锤和石砧的双向打击力，石

核会保留较多的砸击法特征。而在两种砸击法的应用方式中，应用方式 a 会产生最典型的

砸击法产品，而应用方式 b 的石核则与锤击法石核相似。

点状或线状台面（pointed or linear platform）： 当砸击应用方式 a 应用时，由于石核

顶端持续受到上下端的打击作用，台面端和底端逐渐消耗，向线状或点状发展。点状或线

状台面是应用方式 a 持续应用之后产生的，对于 b 种非中轴砸击的应用方式，点状或线状

台面形成的概率则较低。

砸痕（battering and crushing）：当石核受到持续的打击后，石核的台面端和底端会

形成许多细小的片疤，法语也称 écaillés。石核上下端砸痕的表现方式会随着打击次数增

加而呈现不同的发展阶段（图 2）。而较为密集的砸痕是砸击法产品的典型特征。

两极片疤：当石核剥下两极石片时，石核上会形成两极片疤，这种片疤会同时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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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端具有两个相对的打击点或者打击泡，是典型的砸击法特征。

除以上特征之外，以前的文献还提到较深的泡坑，具有较多崩断特征的片疤等

等 [19, 52, 55]，这些技术或形态特征出现的频率并不高，与锤击法石核特征相比也并非独

特，其表现与否与原料质量有较大的关系。

3.1.2 石片

在剥片活动中，石片是保留原始剥片特征仅次于石核的产品。由于砸击法剥片与锤

击法剥片的受力机制不同，砸击法产生的石片也具备一些较为特殊的形态特征。

两极石片：当运用砸击法剥片时，由于石核上下端受力，会剥下具有上下两端两个

相对的打击点或者打击泡的两极石片。根据以往的实验结果，砸击法剥片中产生的两极石

片的数量很少（少于 10%），而大部分石片的形态则是与锤击法剥片相似的一端破裂。

点状或线状台面：对于砸击法 a 应用方式，会产生较多的具有点状或线状台面的石片。

砸击法应用方式 b 也会产生点状或线状台面，但出现的频率较低。

砸痕：砸击法会在石片的近端或同时在近端和远端留下具有密集细小片疤的砸痕，

石片上的砸痕在砸击应用方式 a 所产生的石片上有较为明显的表现，而应用方式 b 所产生

石片的砸痕则表现的不明显。

除以上特征外，砸击法产品被认为会产生较明显的同心波，难以分辨的石片腹面和

背面，较明显的打击泡，较为平直的腹面，石片角集中在 90° 左右等特征。这些特征不具

有特殊性，且其表现与否同样与原料的质量有着较大的关系。

3.2 砸击法产品的尺寸特征与经济效益

砸击法石片与锤击法石片的尺寸比较是存在较多争议，不同的实验也得出了不同的

结论 [42-44]，如，Byrne 等 [43] 通过砸击法与锤击法剥片的比较，表明砸击法剥片产出的

石片与锤击法剥片产生的石片的平均尺寸和重量上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而 Diez-

图 2  砸痕的发展过程及表现 [35] 
Fig.2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illustration of battering or crushing [35]

a. 砸痕的发展过程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battering or crushing; b. 砸击法剥片所形成的砸痕 /Illustration of battering or cru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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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ín等 [44]通过对比砸击法与锤击法实验所产生的石片认为砸击法更容易产生长型石片。

总体而言，砸击法剥片生产的石片的尺寸大小与其所用的砸击方式、石料的质量、工匠的

熟练程度等有很大的关系，与锤击法所产生的石片并没有较大的差别。

对于两种剥片技术生产锋利边缘的效率和废片率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不同学者的实

验方式、原料质量、熟练程度 [42] 等因素导致不同的结果 [6, 43-45, 54, 56]，有的学者认为砸击法

剥片在生产锋利边缘的效率方面与锤击法没有统计学上的差异，废片率上也没有差异 [43]，

而有的学者通过实验的比较认为砸击法产品对于产生锋利边缘方面没有锤击法剥片效率

高，产生的废片比锤击法多 [51, 54]。

总体来说，砸击法剥片产品的尺寸与经济效益问题受到原料质量、砸击法的应用方

式和打击者的熟练程度的影响，但并没有像之前认为的那样效率低、浪费原料，与锤击法

剥片产品有着较大的差距 [40]。另外，如果古人类仅需要生产权宜性石质工具，在利用砸

击法剥片时不需要倾注太多的注意力和精力来寻找合适的台面角和剥片面，会是一种比锤

击法更为经济的选择。

3.3 遗址中砸击法产品辨识问题

Binford 曾提出考古学家在研究遗址中的每一件石制品时，最理想的状态时能够分辨每

一件石制品的剥片技术 [7]。由于砸击法产品与锤击法产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30, 34, 35, 45, 50, 55-59]，

对两种技术产品的辨识问题也一直困扰着考古学家。

在所有砸击法剥片的产品中，砸击石核是最容易辨识的产品，其次是砸击石片，

而由砸击法剥片产生的废片大部分缺乏相关技术特征，很难与锤击法剥片产生的废片

相区分 [19, 39, 54]。

对于砸击石核，如果石核具有一些典型的砸击法特征，如密集的砸痕，台面和底面

呈点状或线状，具有两极片疤等，则可以判断其为砸击法产品。而在砸击法持续的剥片过

程中，大部分石核会具有以上某种特征，因此较为容易辨识。除了这些较为典型的砸击法

特征之外，砸击法石核产生的其他技术特征，如较深的泡坑、较多的崩断疤等特征，锤击

法也能产生，因此不具有辨识意义。

对于砸击石片，两极石片因具有上下两个打击点或打击泡而最容易辨识。石片背面

的砸痕特征也是判断砸击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石片背面上下端都具有较密集的砸痕，

则其为砸击法产生的概率较大，如果石片近端和远端同时具有砸痕，则应为砸击法产生。

当使用砸击法应用方式 a 时，会产生较多具有点状或线状台面的石片，这虽不是典型的砸

击法辨识特征，但是如果遗址中出现较多的点状或线状台面石片，则应考虑其为砸击法的

可能性，并寻找其他的相关特征予以佐证。除以上特征之外，砸击石片可能具有的其他技

术特征，如由于压缩破裂而产生较直的腹面、较明显的同心波或者特别突出的打击泡等不

具有辨识意义，因此不能作为辨识砸击石片的标准。

除了从技术形态特征辨识砸击法产品之外，有学者尝试用微观的方法辨识砸击法产

品 [46]，其通过砸击实验发现砸击法产品通常会在台面端出现细微的形变，在台面端和底

端由砸击产生的裂隙中会存在碎末，可作为一定程度的辨识参考依据。然而作者也承认这

种方法很容易与石器的使用痕迹相混淆，且微观辨识非常耗费时间，很难在对遗址出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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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石制品上实施。还有学者曾利用砸击法产品的剥片比例来从遗址整体水平上判断是否

由砸击法剥片形成的 [29, 39, 45]，但这种整体方法由于不确定性太大而不能广泛应用。

砸击法产品会产生部分与锤击法剥片相似的特征，这使得大部分砸击产品与锤击产

品有着很高的相似性而难以确定为砸击产品，只有部分砸击法产品能够被辨识。实际上，

这个比例很低。Knight 用石英进行实验，其认为只有 21%-22% 的砸击法石片能够被有效

识别 [19]。Bradbury 等 [45] 通过砸击法实验也得出了相似的比例（20%）。所以在砸击法剥

片实验产生的石片中，大约只有 20% 的石片能够被辨识，而其余的产品则与锤击法石片

难以区分。在遗址出土的石片中，具有砸击法剥片产品的遗址往往是锤击法产品与砸击法

产品相混合的，实际上被辨认出的砸击法产品的比例会更低。

另外，由于原料自身硬度、节理、颗粒大小等因素，所表现出的砸击法特征是不尽相同的。

Jeske 等 [55] 对不同原料进行砸击法和锤击法实验表明，不同的原料在打击泡、放射线等特

征上表现出很大的不同。Barham[29] 通过对不同原料进行砸击法实验，发现质量较好的石英

原料能够剥制更多的石片，石英的破碎痕迹比砸击法更为明显。de la Peña 也曾做过实验，

其用燧石和石英原料分别进行砸击法实验，得到的结论是大部分石英和燧石的砸击产品有

着共同特征，但是其两者仍有一些特征的表现有一定的差异性 [35]。所以对于不同地区的

不同原料，根据原料质量的不同，观察砸击法产品的特征表现，寻找出较为可靠的辨识特

征，然后再进行遗址中出土的砸击法产品的辨认，能更为准确地辨识出砸击法产品。

4 砸击法的优势与不足

相对于锤击法，砸击法的优势在于可以分裂不易抓握的石核，对于较小的原料或者锤

击法利用到极限的石核，砸击法通常可以对石核进行进一步利用 [19, 31, 60]（图 3）。在原料较

为缺乏或者距离原料产地较远的地区 [29, 32]，砸击法在最大化利用石料上面的优势是巨大的。

如果石核没有合适的台面角，锤击法很难进行剥片，而砸击法则可以不用考虑台面角

的情况，从而进行进一步剥片。对于河流砾石来讲，由于高度磨圆的砾石没有合适的剥片

角度，锤击法较难使用，而砸击法 a 种应用方式可以分裂砾石 [44, 56, 61]，从而剥制石片。另外，

砸击法还可以进行砾石的开料之用。当砸击法把砾石分裂开时，会产生一个较为平坦的破

裂面，然后可以将砾石的破裂面作为台面进行锤击法剥片 [46]。泥河湾盆地麻地沟遗址出土

一件石核，原型为砾石，在用砸击法将砾石分裂为两半之后，利用其中一半的破裂面作为

台面进行锤击法剥片 [62]。由于砸击法剥片技术适应性较强，对石料的形状要求较低，不必

像锤击法那样需要寻找有合适剥片角度的石料来剥片，作为权宜性剥片方法有一定的优势 [4]。

对于原料质量较差的石料，其内部的节理或者杂质会很大程度上影响石片的形态。

而砸击法由于其上下端同时的作用力，对石核的冲击力会相对较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

服原料质量上的不足 [7, 40, 51, 63]。

相对于锤击法，砸击法最大的劣势在于砸击法对于剥片的控制性不如锤击法好 [29, 42]。

尤其对于砸击法应用方式 a 来说，打击者不能对剥片进行一个很好的预判，生产的石片随

机性较大，在生产理想石片方面不如锤击法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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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砸击法因其特殊的剥片机制有着独特的优势，虽不如锤击法应用广泛，

但自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晚期，甚至现代民族学观察中都有发现。因此，砸击法与锤击法不

能体现古人类石器技术的进步与否，古人类在剥片时选择哪种方法更多地是根据自身的需

求，所面临的原料状态、经济效益等方面考虑。

5 案例分析

泥河湾盆地位于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发现了丰富的更新世早期古人

类活动遗址 [64, 65]，是研究古人类行为演化与迁徙的重要地区。在以往的研究中，大多认

为锤击法是泥河湾盆地古人类主要的剥片方法 [62,66- 68]，只有少数遗址，如小长梁遗址 [69]，

发现了较少的砸击法产品。近年来，对部分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遗址材料的重新研究显

示 [70,71]，砸击法产品在小长梁和东谷坨遗址中占有很大的比例，与之前的研究有较大的差

异。对于同一批材料的不同技术解读，主要有两点原因 [70,71]，一是早期的研究缺乏对砸击

法产品的系统性的认识，导致部分砸击法产品未能有效识别；二是泥河湾当地遗址原料的

因素。岑家湾台地出露的燧石是古人类制作石质工具的主要石料，而当地燧石质量参差不

齐，变化较大 [72- 74]。早更新世古人类多选用质量较差的燧石，包含较多的节理和杂质，

从而影响了石器技术与形态特征的表现 [73- 75]，为区别锤击法产品和砸击法产品增加了难度。

对于岑家湾台地分布的燧石，目前还没有一个较为系统的锤击法与砸击法实验的对比研究，

无法为学者鉴定提供参考。

本文第一作者以此为出发点，利用当地采集的燧石石料进行了系统的锤击法与砸击法

对比实验 [76]。实验结果表明，砸击石核是最容易辨识的产品，容易保留下典型的砸击法特征，

如密集的砸痕，两极片疤等。砸击法所产生的石片中，只有 20% 左右的石片能够被有效辨

识，主要辨识特征为两极石片，石片近端和远端密集的砸痕等。同时，部分特征组合也可

图 3  剥片技术由锤击法向砸击法转换模型 [40]

Fig.3 Modelling the transition from hand-held to bipolar reduction[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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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有效辨识出砸击法石片，比如，当石片为点状或线状台面时，其近端或远端同时出现较

为密集的小片疤，或石片背面出现对向小片疤，也可判断其为砸击法产品。而以往文献中

记载的一些砸击法石片的特征，如平直的腹面，不显著的打击泡，较为明显的同心波等特

征出现的频率较小，且在锤击法产品中也有相似的出现频率，不能作为有效的判断依据。

为了对锤击法和砸击法产品的经济效益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对两种剥片方法所产生

的锋利边缘进行比较。结果表明，锤击法更容易产生可利用的锋利刃缘，砸击法产品锋利

刃缘的平均长度也小于锤击法产品。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泥河湾盆地古人类主要采用

锤击法剥片的原因。以前认为砸击法产品的废片率较高 [6,23,51]，但是本次实验表明，对于

泥河湾当地质量较差的原料，砸击法与锤击法的废片率并没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这能够

让我们对泥河湾盆地古人类的剥片技术有着进一步的认识。

通过对岑家湾台地质量较差的燧石进行砸击法与锤击法的对比实验，我们不但了解

了当地燧石原料在利用砸击法进行剥片时的技术特征表现，还通过砸击法与锤击法的经济

效益的对比，为研究泥河湾早更新世古人类剥片技术与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6 讨论与结语

我国砸击法的发现历史较早，早在周口店第一地点发掘时，步日耶与裴文中就注意到

了砸击法在遗址中的应用 [21, 22]，并做实验进行了验证，确认砸击法曾是北京猿人打制石器

的重要技术手段。在之后的周口店遗址石制品研究中，砸击法产品占石核与石片类产品的

74% 以上，并被当作一种利用石英的主要剥片方法 [75, 77]。1987 年，林圣龙撰文介绍了砸击

法在国外的发现梗概 [25]，1998 年，陈淳对砸击法与楔形析器在国外的讨论状况进行了介

绍 [27]。就砸击法在中国的发展状况，也有学者做了概括性总结。张森水等曾撰文将中国旧

石器文化研究文献中砸击法的发展历史做了详细介绍，根据当时砸击法材料在中国的发现

与积累提出“马鞍形”发展的趋势，并认为砸击法“像一条旧石器文化的纽带，把我国远

古文化从早到晚紧紧地连接起来”[28]。高星等认为砸击法在我国大多数遗址中只起辅助作

用，且多以石英为原料，砸击制品较小且很少有第二步加工 [76]。近些年，砸击法剥片技术

在我国越来越多的遗址被发现，遗址中砸击法产品占有不同的比例，如东谷坨 [70]，小长梁 [71]，

麻地沟 [62,78] 等遗址。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砸击法作为一种剥片技术，更多地反映了古人类对

不同地区的环境、资源和自身目的等因素适应的结果，而与文化传统相关性较小。

随着旧石器时代遗址在中国发现越来越多，许多遗址都有砸击法产品的报道。但总

体来讲，砸击法产品的数量和比例都非常小。对于这种情况，可能有三种解释，一是古人

类较少利用砸击法剥片；二是大部分砸击法产品不具有辨识特征，被当作锤击法产品对待；

三是不同地区原料不同，学者对当地原料的砸击法产品特征认识不足，导致砸击法产品被

鉴定为锤击法产品。在中国，大部分学者对于砸击法产品的辨识以文献中描述的特征为标

准，由于石料在形状、质量等方面的不同，砸击法产品的技术特征会呈现不同的表现方式。

文献中的砸击法特征多针对某一地区的某种石料，其参考价值是有限的。

对遗址中砸击法产品的辨识过程中，应该以某一地区某种石料的实验观察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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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进行与遗址中产品的对比和辨认，以在最大程度上减少鉴定中因经验不足而造成的辨识

错误。目前，在中国见报道的砸击法实验仍相对较少，在未来的砸击法产品辨识中，实验

验证的方法应该成为一种更为规范和有效的方法。对不同地区的砸击法产品的实验研究不

但能帮助我们建立砸击法产品辨识的参考标准，还能根据砸击法与锤击法产品进行经济效

益的对比，进一步揭示古人类的行为特征。

总之，砸击法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剥片技术，其剥片机制有着独特的优势，在旧石器

时代人类对石器的利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应该多以实验的方式

加强对不同原料砸击法剥片的认识，为客观解释古人类的石器技术与生存策略奠定基础。

谨以此文纪念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发现九十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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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eneral review on the bipolar flaking technique and related issues 
in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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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polar knapping technique, as one of the basic lithic knapping strategies adopted by 
early hominins, was widely used since the earliest stone age to the ethnographic observation. 
Compared to the other important flaking technique (freehand percussion), the unique mechanism 
of bipolar knapping technique bears many advantages and weaknesses. What kinds of roles 
did the bipolar technique play during the human evolution also attracted great attention in the 
paleoanthropological research. At present, the experimental work and discussion of bipolar 
knapping strategy in Chinese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is still rare, the discriminating attributes and 
economic strategy of bipolar technique have always been controversy for a long time. Combining 
with the experimental study on the Madigou site from the Nihewan Basin,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n illustration on terminology of bipolar knapping in details and definite the concept, application 
patterns, economic strategy, as well as the identification attributes of the technique. Furthermore,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the bipolar experiments on local raw materials should be carried out before 
the observation of bipolar products. In a word, this paper will bear significance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bipolar products excavated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lithic technology 
as well as adapted behaviors adopted by early hominins in China.

Keywords: bipolar technique; knapping strategy; bipolar knapping identification; Paleolithic 
archaeology


